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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亞太地區，貿易全球化、工業生產及財政問題，將快速化的城市轉變集中在為數不多

的大都市之內。在這些都市區內，為爭當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間的競爭，伴隨著 1997 年亞洲

金融危機的來臨而日趨白熱化。政府採取強制措施迫使大量公共資源投入，旨在於吸引全球

投資的環境建設上，一系列重大的政策應運而生。它們包括相容性的管理和建造更適宜居住

的城市環境；新形式下的城市貧困問題，面對日以增長的全球化經濟動盪和空間上的不均衡

而造成的經濟反彈能力低下。伴隨著公民社會作為政治事件而日以興起，強調的重點被集中

體現在城市本身，而不僅僅簡單地侷限在世界市場中的經濟實體和消費群體上，更有甚者還

演變成了各種形式的政治群體的競技場。 
 
關鍵字：大都市區   世界城市   全球化   亞太地區   都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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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Globalizatio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Urban Policy Issues in Pacific Asia 
 

Wang, Xiaoxiao★★  Xu, Minjie★★★  Guo, Xiaoni★★★★ 
 
Abstract 
  In Pacific Asia,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e, production and finance underlies an accelerated 
urban transition focusing on a limited number of mega-urban regions. Intercity competition for 
world city status among these regions has intensified following the 1997 economic crisis. With 
governments compelled to devote greater amounts of public resources to creating a built 
environment to host global investment, a number of key policy issues are emerging. These include 
demands for inclusive governance and more livable cities; the appearance of new forms of urban 
poverty; low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growing global economic turbulence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as a political force,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calls for a sharper focus on cities not simply as economic agglomerations or 
collectivities of consumers in the world market, but also as arenas for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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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太地區都市化的全球化趨勢 
都市化和全球化是發生在亞太地區的兩個相互交織一起的進程，它們劃定了當代社會、

政治、經濟轉變的界限。儘管在世界歷史、政府、商業團體和社會群體已經抓住，並掌握了

都市化中一個最強烈和最集中的進程。但是城市結構上大規模擴展的推動力，目前還仍然停

留在國家內部的平臺上加以運作。面向整個世界的貿易，用於工業生產上的城市投資、跨國

間合作網路內部中的全球內部貿易以及超越金融資本上的迴圈模式，構成了以上總結的所謂

“全球及本土＂背景下發展模式的基本元素。 
都市化和全球化相互依賴、相互強化。在一個既定的城市裡，旨在於加強塑造城市形式

和一系列的顯著活動，反射出了與全球化資本迴圈之間的聯繫模式。與此同時，擴展這一迴

圈模式要求建造一系列的人工環境，不僅僅去建造單個的城市，而且還要建造適於在全球層

面上，作決策的本土型和國家型的城市網路（Sassen, 1994）。 
伴隨著第一個都市紀元的開始，城市人口遷移的步伐持續加快，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長速

度平均每年超過 3%。這一數字是同期農村人口增長速度的三倍（UNDP, 2000）。城市地區每

年吸引超過 6100 萬人口，相對而言，農村地區卻只有 2500 萬。到 2005 年，半數以上的世界

人口都將居住在城市之中，而到 2025 年，這一比例將達到 3/5。儘管一直到“二戰＂結束之

後,從世界範圍來看，大多數的城市人口都還集中在歐洲和北美，但現今居住在城市地區的大

約 25 億人口，有 2/3 集中在中低收入的國家。這一現象體現出了城市化進程，一直到現在都

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 
亞太地區是全球城市化進程的主力軍（見表 1），從世界範圍內來說，未來 25 年內，可預

見城市人口的年均增長率，將會是歐洲和北美的 4 倍。世界城市人口在未來 25 年內將增長

30%，這一數字意味著城市人口將淨增 7.5 億。儘管中國在這一增長過程中佔有很大的比例，

但是別的國家的比重也維持在相當的水準上。到 2025 年，估計約有 50 億人會居住在城市之

中，亞太地區的城市將會在這一數字中占到大約 30%的比例。 
潛在的城市建設和重建時期形，成了所謂“全球化＂的一個主要因素。在這裏，通過整

合三個主要的巡迴關係來定義「經濟」這一術語。它們是資本→工業生產、商品貿易和財政

金融→全球化的尺度。“全球化＂是一個以插入式歷史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大量實實在在

新的元素、經濟結構形式、國家-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以及科技進步的出現上為特徵的過程。

在過去的幾十年間，全球經濟真正地進入到了全球化的領域。對於亞太地區來說，從 20 世紀

60 年代末到 80 年代末的那段時間，成為一段全球化勞動力分配的新時期。這一新的時期主要

表現為從勞動密集型產業向一系列有選擇的新興工業化經濟的轉變。首先體現在亞洲“四小

龍＂身上-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隨後又進入到了東盟國家馬來西亞、泰國、印尼；而

後範圍則要窄一些，主要表現在菲律賓、越南和近期的中國。 
在這一時期的較早階段傾向於一系列分支工廠的發展模式，然而經歷了高速的城市工業

和經濟發展之後，所謂的“發展＂還僅限於技術革新和向高階層服務的工業生產的部分形式

的轉變上。在 20 世紀 90 年代，這一地區的經濟在從低工資的密集型產業的轉變過程中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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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系列的困境，新型的“全球化＂空間層面開始漸漸明朗和清晰。這一轉變過程中最重要

的一個因素是來自跨國公司的低附加值和勞動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到財政金融迴圈控制、

工業產業投入、技術推廣、轉包合同、專利、特許經營者以及策略聯盟，逐漸開始取代完整

意義上的工業生產企業。這一轉變在全球化的內部交易體系中作為一種產生前所未有的高堆

積率途徑加以操作。這一轉變也加大了全球範圍內，國家間投資的流通量和流通速度。這些

投資解除了在基礎設施，以及別的障礙上的損耗，還有比如職工工資的開銷，更廣泛意義上

的當地生產企業中勞動力本身所產生的花費。這些損耗和花費由中央和當地政府、企業和勞

動者承擔，而且其比重日趨增加。 

表 1  1995 年到 2025 年間亞太地區城市人口的增長趨勢(Source: UNPD-1994) 

國家/地區 城市人口增長數(1000s) 占世界總增長數的百分比(100%) 
整個亞太地區 749,035 29.43 

東亞地區 510,726 20.07 
中國大陸 476,283 18.72 

朝鮮 10,786 0.42 
中國香港 239 0.01 

日本 6,427 0.25 
中國澳門 149 0.01 

蒙古 1,500 0.06 
韓國 15,342 0.60 

東南亞地區 238,309 9.36 
汶萊 146 0.01 

柬埔寨 6,568 0.26 
印尼 100,368 3.94 
老撾 3,317 0.13 

馬來西亞 12,520 0.49 
緬甸 23,985 0.94 

菲律賓 42,447 1.67 
新加坡 534 0.02 
泰國 17,269 0.68 
越南 31,155 1.22 

高收入地區 172,246 6.77 
全世界範圍 2,544,822 100.00 

全球化概念中的第二個新的元素，就是當地與全球金融市場的結合，在亞太地區由於流

入了大量的短期間接的投資導致了 1997 年的金融危機。儘管在大多數國家，經濟似乎都在復

甦，但是全球的金融資本，已經被果斷地以一種新的和穩固的空間形式，添加到了國家的經

濟發展上了。由金融體系而導致的危機仍然處於高發的層次上，在相關國家所進行的改革僅

僅是部分被完成了，全球金融體系仍然難以捉摸。向巡迴和地理區域上迅速轉換的能力躍進

到了一個新的領域，在這裏使企業變成了間接的投資者。 
金融全球資本化已經成為了現階段世界經濟發展的第三個因素中的一部分，名曰：「在巨

大的合作中合併和獲得恒定的波濤起伏。」，這一巨大的合作從 20 世紀 80 年代的一兩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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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發展到 2000 年的 1000 億美元（UNCTAD，2000）。憑藉將低附加值和勞動密集型企業的生

產轉變成創造中小型媒介轉包合同網的模式，跨國公司們開始將金融資本向集中在捕捉高附

加值的收購、合併和戰略聯盟的模式去大規模的擴展。 
所有的這些傾向於導致國家間經濟合作的活動脫離了國家間的商業基礎，而朝向工業生

產分配及金融財政全球化的合作圈，直到 20 世紀 90 年代初才形成。在國家間合作網內操作

的世界商品和服務業循環體系的份額，已經由 2/3 增加到了 3/4。根據聯合國的資料

（UNCTAD，1995，p.xxii），目前這種聯盟貿易組成了所謂“全球化世界經濟工業生產的核

心＂，但是這種聯盟貿易受到公平交易中自由市場理論的影響在世界貿易中的比重下降。 
世界經濟的轉變隨著亞太地區核心地位的不斷增長而變得日趨複雜，由於 20 世紀 70 年

代，拉丁美洲和別的地區屈服於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壓力而誘發債務危機，所謂新型化工業國

家的數量日趨減少（Athukorala，1989）。日本作為世界經濟力量中的一員迅速崛起，與此同

時快速完成工業化的香港、臺灣、韓國和新加坡作為一種新的跨越國家間界限的旋風席捲亞

太地區。在 20 世紀 80 年代末，這些後起的經濟發展實體都已經從主要外資接收國轉變成了

投資國，這一現象尤其表現在以密集型勞動和低收入分配形式為主體的東南亞地區。由於日

本長期的經濟低迷和 1997 年的亞洲金融危機，導致了在未知尺度上這一地區大的經濟結合體

之間的合併和重組（Douglass, 2000b）。 
 

2. 大都市區在經濟空間發展上的體現 
所有這些近來的全球性轉變都與亞太地區都市化的現代趨勢有著直接的關係。全球化的

工業生產、商業發展以及金融資本需要一個實實在在形體上的城市範圍、城市網和傳遞及資

訊溝通之間的連接去實現其空間上的擴展。在亞太地區，這一地理範圍的形成是現代都市化

進程的主要情節和輪廓。 
以上提到的大多數都是資訊溝通和交通運輸上革命性的轉變，這些提升和轉變使在一些

少數全球化的中心形成了經濟實體的聚合，同時又不斷地在資源、工業生產、生產型服務等

領域，和全世界的行政職能離心化去形成一個執行即時任務的全球網，從而進行資訊的交換

和決策。文獻的趨勢是過分地誇大了遠端資訊處理中的“虛擬網路空間＂，同時沒有充分地

評估出對於發揮全球化功能的主體能動性和提供悠雅的生活方式，建造公路、鐵路及航空連

接樞紐過程中對於人造環境中形體上的需求。在日趨增加的大工程的建設過程中，人造環境

的創立是發生在亞太地區重大政治爭論點的代表之一。 
推動都市化和創立城市形體的主要力量體現在針對全球化投資在國際化城市間競爭的白

熱化。當投資變得日趨自由化和商品運輸成本大幅度下降的時候，當地的相對優勢已經從以

自然資源，和老工業基地為主轉化成了在城市的人造環境中創造資產的推動力。這一變化從

特殊工業對於穩定的電力和水源、勞動力多元化和交通基礎設施到比如醫院、大學、公園等

便民設施以及為重大國際事務而準備的國際會議中心等，具備高檔功能的服務設施應有盡有。 
在過去的二十年間，研究引入了新的理念，同時又已經開始論證在全球化和空間轉換之

間的相互影響，尤其表現在大型城市區域的成長和形成上。由 McGee 在 1991 年提出了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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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延伸，後又定義出了特大城市區域的概念（MURs）。這一概念集中在車輛運輸交通和

幹線高速公路系統上，使得都市圈之間的日間聯繫從行政上和傳統的郊區核心凝聚轉向沿著

都市中心，向外擴充 100 公里的都市間走廊的農村區域擴展（McGee and Robinson，1995）。

當這些區域的核心部分正被以全球化金融體系、聯合體和工業生產服務功能為主體的高層商

業住宅所填充的時候，大多數這些曾經被稱為城市周邊的區域正成為一個魔幻般的充滿所謂

“門禁社區＂的社會景觀。這些“門禁社區＂在每一棟房屋裏，在為高爾夫運動取代莊稼而

種植的草坪中，在為來自國外的企業而修建的工業廠房裏，和比如在農場上修建的國際機場

等，一些新的適宜全球化發展功能的基礎設施建設之中（以 Kuala Lumpur 熱帶雨林為例）都

充滿了巨大的衛星天線。 
亞太地區不僅在世界城市人口中佔有日以增長的比重，而且在世界大城市區域中人口比

重也在不斷地增加，東京城市內目前擁有 4 千萬人口，占日本國總人口的 1/3，位居世界特大

城市區域之首。接下來是有 3 千 7 百萬人口的上海城市，和中國的幾個人口超過 2 千 5 百萬

的特大城市區域群（表 2）。在其他國家，主要大城市區域群也佔據了國家和地區人口中很大

的比重: 首爾城市幾乎占了韓國人口的一半；臺北城市擁有臺灣人口的 37%；馬尼拉城市裏

居住著馬來西亞總人口的 1/3；曼谷和吉隆坡城市各占了它們國家總人口的 1/5。 

表 2 在日趨延伸的都市內集中的國家人口數 

國家及特大城市區域 人口數(百萬) 占國家人口總數的百分比 
中國 1200.2 100.0 
上海 37.3 3.1 
北京 26.3 2.2 

香港-廣州 28.0 2.3 
瀋陽-大連 26.9 2.2 
青島-濟南 24.2 2.0 

印尼 193.3 100.0 
雅加達 17.1 8.8 
日本 125.2 100.0 
東京 39.5 31.3 
大阪 16.8 13.4 

名古屋 8.7 6.9 
北海道 8.3 6.6 

馬來西亞 20.1 100.0 
吉隆玻 4.2 20.9 
菲律賓 68.6 100.0 
馬尼拉 16.0 23.3 
泰國 58.2 100.0 
曼谷 11.6 19.9 

新加坡 3.0 100.0 
韓國 44.9 100.0 
首爾 20.2 45.0 
釜山 6.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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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 21.2 100.0 
臺北 7.9 37.3 

在大多數情況下，大都市區人口的增長率超過全國的水準，並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比例

持續增加。在東南亞，例如雅加達、曼谷和吉隆玻等城市在不到 15 年的時間裏人口增加了近

一倍。預計到 2025 年，曼谷城市圈的總人口將占到泰國人口總數的 40%（Kaothien and 
Webster，1998）。 

強調這些城市聚集體的重要性絲毫不為過，據統計記錄顯示，許多特大城市區域的國內

生產總值佔到了其所在國的一半左右。與此同時，它們在亞太地區中所占人口比例的份額也

迅速增長，它們正在成為超越日常生活下，城市品質中連接經濟全球化和當地政策的主要壓

力點，這些壓力主要是由特大城市區域中的兩極化發展而引起的，這種兩極化的發展又由全

球化趨勢下每個國家自身背景的結構性變化和全球化的進程所推動。儘管在城市化的快速發

展進程中實現了高度的文明化，亞太地區的國家由於全球化的發展聯繫變得日趨緊密，正在

經歷一個未曾有過的城市空間發展形式：集中在一個或者幾個特大的都市區裏，包括日本（亞

洲第一代新型工業化國家）、第二代新型工業化國家-東盟成員國（馬來西亞、泰國、印尼和

菲律賓），以及被稱為傳統經濟型國家的中國和越南。 
韓國的經歷尤為顯著，在 20 世紀 80 年代末所形成的巨大的跨國綜合企業財團，導致了

它的近海分支機構從二類城市向低收入的東南亞城市以及中國擴展。與此同時，首爾經歷了

生產性服務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偏移，導致了其迅速地擴展到了周邊的京畿省（Kyonggi），

最終形成了首都特大城市區域圈。在 20 世紀 80 年代早期，在大都市區之外的大多數中等城

市和農村地區中都經歷了來自大都市的所謂“合圍＂。當首爾的人口超過了在所謂“反磁

力＂的釜山-永南地區之外的所有省份人口之和後（這一地區自身當時正在處於嚴重的經濟低

密期），首爾的持續都市區擴大在 1988 年進入到了一個新的階段。 
由於 1997 年的金融危機，首爾的特殊地位又一次推動了處於搖擺狀況之中的聯合體進一

步向前發展。同時，美國、日本和歐盟的企業在獲取韓國綜合企業財團的方面也已經進入到

了一個炙熱的階段，旨在於吸引全球投資的加速城市間競爭的國家政策又理所當然地受到了

首爾的青睞（Kim，2000）。從 1990 年每年吸引外資不到 10 億美元，到 1999 年韓國吸引外

資總量超過 150 億美元，在形成過程中，收購聯合體的部分佔有最大的份額（Korean Herald，

2000；Douglass， 2000c）。 
在後起的工業化國家：泰國、印尼、菲律賓和近年來崛起的越南，兩極化的發展趨勢與

在城市核心地區直接吸引外資的空間上的聚集密切相關。在 20 世紀 80-90 年代的印尼，雅加

達城市區域的擴展，明顯要快於 70 年代的發展速度，緊鄰雅加達城市地區的工業區人口的增

長速度每年超過了 8 個百分點；曼谷由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也經歷了一次類似的快速發展。

自 20 世紀 80 年代以來，泰國幾乎 3/4 的外國投資都來自於曼谷城市地區，人口的變化也緊

跟著這個城市形式的發展步伐，從 20 世紀 80 年代末到 90 年代，曼谷平均每年人口增長 20
萬左右。 

馬來群島作為在檳榔嶼上的自由港是柔佛巴魯（馬來西亞南部柔佛州首府）與新加坡之

間的連接樞紐，而吉隆坡的發展經歷了正好相反的過程，吉隆坡和其周邊的重工業區-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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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ley 正在經歷著別的國家曾經有過的高度城市化所帶來的問題，尤其表現在污染和環境問

題上。在菲律賓，儘管出臺了分散工業發展和在蘇比克灣美國軍事基地以外的地方，建立大

規模的加工出口區域的政策，但是作為大都市的馬尼拉的人口和經濟增長速度還是超過了其

他地區。 
在中國，談到的特殊尺度和兩極化的發展，發生在沿太平洋邊緣的區域地帶上，它們是

北京-天津-上海-珠海三角洲一線的都市化發展進程。儘管在中國的許多省份視建立經濟特區

為吸引外資的法寶，但是最成功的案例往往還是發生在沿海大都市區的周邊區域（World 
Bank，1997a）。 

大都市區正在成為重要的交通樞紐和通道的連接點，而這些重要的交通樞紐和連接點又

是日以興起的國家化城市網的基礎（Rimmer，1999）。包括在大阪、名古屋、首爾、香港和

吉隆坡等重要機場的興建；從釜山到首爾、從香港到上海以及沿馬來群島西部海岸快速鐵路

線的修建；和從越南中心的港口城市經老撾和泰國向滇緬邊境公路大陸橋的鋪設。 
大都市區也正在成為形成跨境區域發展過程中的焦點，這些跨境區域正在憑藉消除在國

家之間形成勞動力流動壁壘的狀態下，產生的投資和工業產品輸入過程中的障礙來實現勞動

力的“袖珍型＂國際間的分割（Parsonage，1992；Douglass，1998）。這些都是建立在典型的

釋放和解除管制空間（被用於創立吸引國際投資和加工出口區域、高新技術開發區和別的有

指令性的增長上-在此始終提供特殊的補貼，諸如為全球投資者提供免稅期和來自政府的基礎

設施撥款）上的誇大版本。 
在亞太地區,最著名的跨境區域是新馬印三國經濟開發區（這個開發區是由新加坡鄰國馬

來西亞的柔佛州和印尼的巴淡島設置其國內，已經不再批准勞動密集型工業生產項目而創立

的）。儘管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與廣東省的一體化合作依然是在一個經濟層

面上不同的收入水準和政府職權為全球化大生產而進行緊密合作的代表。隨著時間的逝去,過
去在香港為出口而設定的大量勞動密集型生產轉向了內地，首當其衝的就是深圳經濟特區，

而後在珠江三角洲延伸成了一個正在形成擁有一千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地區。 
在這裏為數不多而又極其明顯的例子有：中國環渤海灣與韓國西南地區省份相結合的環

行經濟區域，這可能是一個正在形成的最大規模的跨國跨區域連接專案。這是聯合國開發計

畫署發起的圖們江流域開發專案，它包括至少五個積極的參與國：中國、蒙古、朝鮮、韓國

和俄羅斯。這些國家擁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森林、礦產、煤、穀物和農作物，同時也

擁有大量的廉價勞動力、深海不凍港口以及連接著歐洲和日本海外市場的鐵路、公路和海洋。 
大都市區、國際間開發走廊和跨國區域都是國際間領土在空間轉換上的一部分。這些形

式的空間轉換是通過將快速的城市化轉變進程，融入到在經濟相互作用各種形式上超越國家

界限的廣泛空間聯繫上。亞太地區的邊緣在全球體系中被看成是一個有機的經濟整體。而這

個全球體系是由最初的表面上，由這一區域內政府之間為尋求空間排列和都市等級所進行的

強化競爭，而變得更加賦予戲劇化了，在這一競爭中的最高等級集中在面向世界城市，而進

行的旨在於重塑大都市區公共政策的明確出臺和使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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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國際化大都市的轉變 

幾乎每一個國家，擁有極端的城市化現象的大都市區數量是極其有限的，政府不得不把

主要的精力投入到大都市區中，使得它們能夠保持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競爭力。值得一提的

是，在亞洲收入較高的新興工業經濟區域，政府傾向於具有顯著特色的重要都市區演變成世

界型城市。巨大的市政工程、高密度的商業區域、全球性的航空中心、大容量的深水港和高

速鐵路與公路的快速通道，在這些城市的重建中以高密度的建設在世界城市的舞臺上展開競

爭。 
儘管早在 1915 年“國際化大都市＂的概念就已經被 Geddes 提出了，而後在 1966 年為

Peter Hall 所再次引入，但據 Sassen （1997）看來，這些概念在早期其作用並不在於整合，從

20 世紀 60 年代以來進行的跨國間區域合作的過程。Friedmann 著於 20 世紀 80 年代的《國際

化大都市的猜想》一書，被認為是一個關於全球化的積累作為掌握全局服務而出現的一種特

殊城市聚合體，在理論和實踐政策上關於實質體的一個邏輯性較強的初步設想（Sassen，1991；

Clark，1996； Knox and Taylor，1995；Friedmann，1996； Taylor，2000）。在現代全球化的

過程中，這些城市已經轉變成了關於投資、市場狀況以及管理的“巨大資訊的聚合點＂

（Sassen，1997，P.12）。在亞太地區國家中，大型都市區域中的改造和重建被認為正是針對

這個功能而來的。 
儘管近年來，有憑藉經驗來定義和測量國際化大都市狀況的傾向（Short et al. 1996，

Taylor，2000）， 但是一個城市是否符合世界型城市的標準尚無明確定論。有關這問題，有些

研究，Markusen 和 Gwiasda（1994）發現紐約相對於美國和海外的其他一些城市正，在逐步

喪失其全球化的功能。他們指出即使在富裕的經濟發達國家，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也不是永

久的，而是逐步地被城市間的動態競爭所部分地取代。試問“作為經濟實體和貿易增長不斷

變化的亞洲，像東京、香港和首爾這樣的亞洲城市能否成為某些國際化功能運作的所在地

呢？＂（Markusen and Guiasda，1994，P.187）。他們嘗試性地探討了國際化大都市在全球領

域變遷的可能性。這一可能性在國際化大都市中不僅應該通過地理位置，而且還應該通過公

共政策來實現巨大合作和整合的可能，這一假想正在亞太地區逐步展開。相反地，在理論和

資料都十分缺乏的狀態下，從日本到新加坡甚至別的國家，政府已經開始實行了提倡大都市

區向國際化大都市轉變的發展戰略。大阪、名古屋、北京、上海、臺北、香港、吉隆坡和新

加坡甚至一些規模較小的都市區，比如日本的北九洲和菲律賓的宿霧等地，在經濟旅遊領域

都得到了來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積極鼓勵。 
對於大型城市來說，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因素多種多樣，當然也包括增添國家的自豪感。

這裏面，大多數的政府從低收入的密集型生產平臺，向高技術高度合作的工業生產服務中心

轉變中，從表面上看起來是很成功的。其他因素包括從第三世界國家向第一世界國家的轉變、

從文化邊緣地帶向全球化消費的文化特徵以及通過跨國合作基於合法化的制度來保持創造者

（這已經成為一個貫穿地區的國家發展意識形態的共同基石）的轉變。 
正如 Friedman 在 1986 年所說,一個城市在世界城市體系中的定位，與它本身融入全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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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程度有著直接的關聯。從這一觀點中可以看出，國際化大都市的形成可以被看作是一個

正在進行中的、動態的過程。它由兩個主要的因素所組成 空間範圍和功能層次（如圖 1 所顯

示）。 
沿著功能性聚合體之軸線，8 種類型功能與國際化大都市地位息息相關： 
—金融（銀行、股票、房地產、保險） 
—跨國間商業合作總部（商品生產及物流配送） 
—全球化服務（教育、高新技術生產配套服務） 
—交通運輸（世界性航空中心、快速鐵路、大容量的深水港） 
—資訊情報（創造、處理、分發） 
—政治環境和意識形態（調整國家-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 
—文化（文化實體、實踐、事件的產生、大眾化和分發） 
—重大的國際性事件（奧林匹克運動會、世界博覽會、國際性會議、大型音樂會） 

圖 1: 國際化大都市的形成: 空間範圍和功能層次 

 
根據 20 世紀 90 年代初關於這些功能的相關資料，在每一欄挑出了處於世界上最高等級

的前 15 個城市，報告顯示亞太地區有 6 個城市至少具備一項全球性的功能（Short et al.，
1996）。東京可能是個例外，在大多數的文獻裏，它可能被假定為處於一流狀態和水準的國際

化大都市，但是它的許多全球化功能隨著日本幾十年來經濟的停滯而發生了動搖。至於亞太

地區其他候選城市，在國際化大都市的文獻裏至多也只是被認為是處於第二和第三等級之中

（Friedman，1996； Taylor，2000）。韓國政府似乎也接受了這種觀點，現在開始鼓勵首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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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北亞地區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與日本和中國的北方城市，而不是紐約和倫敦展開競

爭。同理，香港和新加坡也受到政府的鼓勵，在國際性大都市的功能和地位上相互競爭。 
在現有的政策表述下，國際性大都市的功能主要由以下幾種方式加以實現： (1). 由來自

政府的津貼和國際投資者的擔保，來實現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2). 以投資者的身份，向

國際社會大規模的出售新的城市形象景觀的活動。鼓勵首爾成為國際性大都市的一系列努

力，闡明了其他城市可以借鑒或產生共鳴的東西： 
—使從首爾到釜山的時間控制在 2 到 5 個小時的高速鐵路。 
—沿著黃海邊緣橫跨中國上海-北京-瀋陽-山東半島的軸線，連接韓國鐵路軸線的發展走

廊。 
—與最終抵達歐洲大陸的跨蒙古鐵路相連接的黃海交通運輸軸線。 
—建立具有 4 個 4000 米跑道、24 小時內容納 155 架次飛機，成為東北亞地區國際航空樞

紐的新的首爾國際機場。 
—通信運輸、傳統中心區、高新技術工業區吸引了國際重大事件和高新技術投資的目光

（Kwon，1997，P.159）。 
韓國的投資者期望將這些所有的投資定位在韓國的巨大經濟結合體，綜合企業財團所服

務的東北亞地區，城市工業發展和國際貿易網。這個網路以首爾為頂點，首爾從一個低收入

的製造業中心轉變成形式中的、網路城市（Castells，1989）和跨國控制中心，此重新定位被

認為是對這些集團和國家支配型經濟的成長和擴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香港、新加坡以及臺灣都有些相似的發展規劃。投資 200 億美元的新的國際機場，在香

港隨著 17 億美元的電信數碼產業，和在亞洲成功贏得投資 28 億美元，迪士尼樂園的修建權

而建成（Orwall，1999；Hilsenrath and Coleman，1999）。新加坡推出了第四個發展計畫，使

其成為亞洲的資訊中心和世界上由“全盤意義上和規劃上高品質的工作、居住、學習和娛樂

的環境，來留住和吸引頂尖的人才所組成的所謂“科學棲息地＂且由 Changi 國際機場為了拉

近全球距離所提供的電腦和資訊化體系，使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電訊金融工業園（Corey，

1997， P.190）。臺灣的新竹高新技術工業園區包含了一個滿足和容納來自美國矽谷地區長年

工作回國人員需求的美式學校。然而，這個學校僅僅是為儲備新竹工業園的工作人員而服務

的，並不對附近的社區居民開放（Dolven，1998；Lubman， 1999）。 
為成為國際性大都市高端領域的創新，已隨吉隆坡週邊延伸的多媒體超級走廊而興建所

謂“多媒體大學＂，將馬來西亞這個國家帶入到一個新的高度（MDC，1998，P.1），未來的

多媒體大學夢幻之城，不僅僅是因為擁有齊備的技術，還有從劃痕和擦傷中建設來滿足和適

應佔有者的需求於這個多媒體超級走廊的中心區域，多媒體大學是為了多媒體公園而創立

的，在於創造一種氛圍去提升知識員工的技術創新力。政府已經制定了一個目標，使多媒體

大學成為一個“近似於零放射＂的城市，它將成為世界上“生態友好＂處於最高頂級的地區。 
耗資 30 億美元的多媒體超級走廊，被要求和期望通過數位城市的綜合模式來提升馬來西

亞的國際競爭力（Corey，1997）。這個多媒體超級走廊的中心區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機場，

它被當作是亞洲的網路中心來加以設計和投入使用的，在這個 15*50 平方公里的區域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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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走廊的整體面積超過了新加坡。 
這個超級走廊的首要點集中在吉隆坡，它擁有世界第一高樓約 446 米的石油雙子塔，這

個城市還計畫在其周邊地區新建 22 個辦公區，這一系列的發展都是為了在世界城市舞臺上彈

射出一個大的都市區域而努力的。從 1995 年開始，整個多媒體超級走廊將根據前總理馬哈蒂

爾所言“有一天將出現一個可與東京、橫濱等城市相媲美的千百萬人口的大都市＂（MDC，

1998，P.1）。現在吉隆坡大都市區域的人口剛剛超過了 4 百萬,大約是東京都市區人口的 1/10。 
現在越來越成為熱點的全球城市形態和城市間的競爭作為一個相對新的領域正在吸引展

覽會、歡宴典禮和別的重大國際盛會。在日本,城市通過名古屋舉辦的國際設計博覽會、札幌

舉辦的國際美食節、大阪舉行的花卉園藝博覽會、築波舉辦的科技博覽會、2005 年瀨戶舉行

的世界博覽會以及東京贏得的奧林匹克運動會（雖然未能成功舉行）來提升日本城市的國際

關注度。 
這些重大的事件在當地的經濟發展中指出了一條新的發展道路，儘管主要還是在依靠人

與人面對面交流的技術基礎上，但是它們還是國際資訊交換和決策體制網路中日趨增長的一

部分。事實上，在新的城市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空間裏，人們更願意跋涉數千公里去面對和接

觸異國風情去提升文化的重要性。政府和民營企業家正致力於用人為的文化背景，和所謂“傳

統＂方式去改變都市的模式（將其從伴隨著貧民窟似的工人住房的煙囪工業時代，具有特殊

的服務設施和迷人的文化韻味的社會轉變）去填充城市的空間。 
對任何一個指定的城市來說,甚至在尺度上更為保守的亞太地區，誰都不能保證具有國際

化大都市的功能和空間上的位置。城市間的競爭變得更加白熱化，其利害關係也日漸突出，

其角力排列中的成與敗顯得更為重要，而難以從一般意義上的模式中去預期其特殊的效果。

1997 年到 1999 年間的亞太地區經濟危機已經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層面上突顯出了這個被遺漏

的問題。最後，來自政府假定成為一個國際型大都市的強烈願望和傾向主要體現在技術層面

上的問題，同時迎合投資者的直接需求處於優先的地位，使得城市變得更加的適宜居住和在

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層面上處於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之中，為國家和當地去穩固和吸引來自國外

的投資。 
迎合與全球化相對接的一系列大專案的失敗使得這一戰略已經處於高度的風險之中，也

稱作在世界城市等級中下滑到了邊緣地帶，以及經濟社會財富的下降。從 1986 年到 1998 年，

在指標上依賴於大量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城市數量，從起初的僅僅 30 個增加到了超過 140
個（UNCTAD，2000）。這一現象表現出了在世界經濟中，一次深刻的自由主義的釋放和在

為爭奪全球投資的競爭者數量上的飛躍，如同國際間競爭一樣，在每一個國家內部城市間競

爭數量的激增。這就不奇怪為什麼中央和地方兩級政府會積極地去擴充公共撥款中的份額來

吸引和保持全球投資。 
都市化進程的加速起步階段正在亞太地區的空間體系中獨立，同時在一個巨大的人力資

源投資和國家資源的層面上得以創立。在接下來的幾十年間，城市和區域上的聯合體正在被

創立和整合，將達到一個僅次於政策介入的層面，在許多情況下，成本高的禁令將填充到像

環境基礎設施、大規模運輸系統和住房等基礎領域所形成的缺口中。因此，在興起的外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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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開放型的都市化進程中，尋找重大事件的解決辦法成了當務之急。 
4. 一些關鍵問題 

即城市和地區，在全球的過程中“創造性的破壞”和重建中繼續發揮作用。這些重建工作，

目前也是亞太地區成就的一個信號。壓力雖是顯而易見的，但這也是促使其提高效率的關鍵，

不僅在城市規劃和管理領域頗為關鍵，並且在國家與民間社會關係，環境的可持續性與經濟

增長生活機遇有關的諸多問題中也尤其關重要，舉例可總結為五個方面：1). 治理問題；2). 適

宜居住城市和城市環境管理；3). 可持續發展經濟；4). 社會公義和城市貧困問題；5). 不平衡

空間發展及對農村的忽視。 
4.1 治理問題 

在亞太地區中，正密集進行混亂的城市化進程和城市改造過程，首先出現的問題便是治

理問題，伴隨著城市化和大型城市地區的增長，體現在政治管理上新出現的複雜之社會、政

治、經濟形勢。 
面對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民間社會的崛起並在政治治理方面起了主力作用（Douglass and 

Friedmann, 1998; Sandercock,1998）。這使得具有廣泛的政治意識之中產階級和一個有組織的

工業勞工組織的出現成為了必然，全球經濟一體化不僅為在城市工業增長過程中所出現的這

些階級提供了貢獻，並且在技術的支持下，它促進了一般公眾進一步獲取關於他們自己狀況、

所受的教育程度、國外生活經驗等的資訊。亞太地區城市居民現在可以更加瞭解他們的政府

和多角度的觀點，即便在某些政府封鎖消息的情況下也可以知道。 
使人民更加的瞭解世界變成了滿足人們需要的一種資源。民眾對其需求正在超越對物質

福利渴望、可信賴、民選政府的需求，及將經濟收益轉化成更宜居住城市的習慣。在一些國

家裏，這些渴望導致了根本的政治改革，而其在 10 年以前是不可能實現的，比如：民選政府，

包括在韓國和臺灣多黨制和選舉當地政府官員的產生；在菲律賓重新實施民選政府制度；在

泰國，將軍隊設置成政府的左膀右臂；在印尼，蘇哈托新秩序政府的倒臺和在多黨制下自由

選舉的出現；其中，東帝汶在公民投票下的獨立是民間社會在亞太地區最顯著的進步。 
變化中的政府在對於民間社會的回應問題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那些民主改革向前推

進的國家裏，非政府組織（NGOs）已取得進展。其中很多非政府組織通過與政府的協作，放

棄了對抗性的運動成為積極的角色，以建立政策的優先事項和方案。其他的非政府組織則繼

續受到鎮壓，但即使在這些情況下，其普遍的目的是實現政治改革和更多的參與治理工作。

在中國，小規模的非政府組織多是人數眾多並且屬於非正式性質的，目的在與政府打交道時，

為其提供法律和其他的服務（Forney，1998）。 
即使伴隨著變化，對治理的更多參與制度將成為一個明確無誤的趨勢，這種參與制度將

從根本上改變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的政策。“發展型國家”模型對於那些擁有強大武裝，並提

供經濟增長的政府來說是壓制政治自由、以及對那些鼓吹政府不再提供合法政治制度之呼聲

的歉意。越來越多的政府必須通過其他手段自正其身，這些手段不僅包括民主改革，更重要

的是結束通過排外和不透明的決策過程，以及官商勾結和一邊倒的著重經濟收益而忽視城市

適宜居住的特性來構建城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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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適宜居住的城市 

矛盾充斥在追求全球性主導的經濟增長和使城市成為更適合居住的棲息地之間。全球化

這樣的邏輯需要曼哈頓地平線上有大量公司運作，具有財務職能的工商業支援服務，大型基

礎設施以建設城市網路，大規模的出口加工區和其他國際使用區，如外籍家庭居住的特別住

房區域。由城市的環境建設產生的結構調整，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內，對城市的生活和工作

產生了深遠影響。老的社區和小商店已在城市中心消失，城市的住宿消費已經成為抑制大多

數城鎮職工在其居住的原因，最後的結果，是長期影響時間和交通堵塞，貧民區聚集在環境

退化區域和垃圾堆埋場周圍。曼谷擁有一千多個貧民區，總計人口約 150 萬；中國有數以億

計的流動人口，他們屬於用完即棄的工人，並且他們工作的城市被剝奪了住房權。繼經濟危

機後，在日本和韓國，無家可歸者的數目已頗具規模。 
在目前都市化的時代下，大部分前殖民地城市已成過去是，全球影響的網路經濟空間已

經取代城市成為城鎮居民生活的一個綜合生活空間（Friedman, 1988）。在建設熱潮的推動下

突然獲得巨額的、來自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和臺灣出口的製造業和紡織業巨額的外商

投資，同時，曼谷展現出高速的經濟發展，在 1984 到 1988 年期間，有超過十萬人聚集在距

離曼谷中心 10 英里半徑內。首爾在過去的十年中，數以百計的土地發展專案造成了 300 多萬

人（約 30％的城鎮人口）的遷移（道格拉斯，1998）。 
在亞太的大都市圈內，抵制大規模重組城市居民區每天都在發生。1994 年，慶祝首爾建

成 600 年，發生“漢江”段橋樑坍塌，時間多達三次，使連任的市長下臺，並成為大規模的對

政府與企業所造成的破壞，和城市生活水準的道德義憤的契機之一。 雖然結果不同，反對鬥

爭對於貧民窟拆遷，小資本商業街區的清除，大規模減少耕地以擴大城市區，空地的減少和

增長失業再次發生的時間，已經成為城市政治生活中的例行公事。 
對於可居住城市的一個無可否認的中央層面就是乾淨的環境，其包括了安全的飲用水、

乾淨的用水管道、有效的固體廢物的處置和管理、清新的空氣和未受污染的土地（Douglass and 
Ooi, 2000）。綠地、便捷快速的交通系統，大大緩解交通堵塞，被視作一個良好的城市環境

的一部分。在亞太地區，除了新加坡這個可能的例外以外，實際和理想相差甚遠。河流、土

地和空氣受到的污染遠遠超出了政府對於健康和安全設定的最低標準，汽車使用的無節制增

長嚴重地影響了交通堵塞及空氣品質。 
在亞太地區的大都市區中，治理污染造成的健康和生產成本，每年高達數十億美元，在

20 世紀 90 年代初，曼谷治理空氣污染的年花費已經達到 30 億美金，吉隆坡及巴生河流域 16
億美金；雅加達約 10 億美金。在馬尼拉，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經濟花費約為每年 1.2 億美元 
（WRI,1996/97）。在中國的城市中，肺癌的死亡率是全國癌症死亡率的 4 到 7 倍（Williams, 
1994）。在曼谷和雅加達的每個城市裏,空氣污染造成了每年 1000 到 2000 人的死亡；上門尋

訪醫生更達 25000 到 100000 人；“行為障礙”和“呼吸道症狀”人數達數百萬之巨（Brandon, 
1994）。 

對於許多城鎮居民,特別是城鎮較貧者而言，城市的環境使他們的生活受到了威脅，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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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率的首要證據便是飲用水的潔淨程度、食物和洗浴的水質（UNESCAP， 1993）。在大

多數大城市中，污水收集系統幾乎是不存在的，城市失去了水源以及固體廢物處理堆填區的

地點。海水已經闖入雅加達中心的地下水中，使得家庭和企業傳統水井的使用成為不可能；

城市管道供水同樣受到限制，比如受污染和不時的中斷服務。 
在污染程度每年遞增 10％到 20％的情況下，工業和運輸部門的生產成本預期上升，不僅

表現在醫療費用和死亡率方面，並且表現在資源日益減少和不可逆轉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

環境品質的下降下，採掘工業部門出現了減產的趨勢（Brandon, 1994）。 
4.3 城市和國家經濟的維持 

在不斷加大的、將稀缺的資源用來吸引國際投資的壓力下，存在一種危險，即在短期內

的成功可能導致某一國家或城市長期競爭優勢的下降。努力吸引業界往往導致的結果是避免

對投資者徵收其運作的真正環境成本，這樣做可能是在初期成功地吸引了投資，那些不能成

功保持其環境的城市地區可能會開始被遺棄，並促成那些生態環境惡化並不嚴重地區的有利

地位（World Bank, 1993）。兩難的困境是如何保持城市地區的環境可持續性發展，並同時保

持有效投資的競爭（Angel and Stone, 2000）。除了新加坡的城市外，其他的城市地區還沒有

一個明顯的成功例子，能夠成功地走出這種兩難的困境。 
4.4 城市貧困問題的新形勢 

在亞太地區,經濟的穩定增長可能通過以出口為導向，已有數十年歷史的裝配和製造業在

減輕一些最惡劣的基本需求貧困方面產生實質性進展，這些基本需求包括食物、小學教育和

基本衛生保健（UNESCAP, 1993）。赤字仍然是大，與貧困的其他層面一起，特別是在那些

與人居住有關的問題如房屋和土地、住房和社區、自來水、排水、排汙、電力、道路鋪設和

定期廢物清理。這些貧困形式在所有城市持續存在，相對貧困和收入不平等現象一直有增無

減。日益擴大的經濟差距的主要來源是土地價格上升，並遙遙領先於工資和收入的增加，特

別是對低收入者來說，導致的結果是在土地所有權模式下日益擴大的經濟階層的差距。 
在以前，城市貧困問題主要是與國家內的農村向城市遷移有關，來自農村地區較窮的移

民成為了那些在城市中無法掙錢謀生的貧民窟居民。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貧民開始自謀生

路，同時農村到城市的移民仍然是新的貧民窟形成的一個主要來源。20 世紀 90 年代開始，高

水準的城市化和直線下降的人口增長率在亞太地區較高收入的城市裏表現，農村人口下降已

經達到極端水準，而且大多數國內移民越來越多地參與城市間的人口流通。農村向城市的移

民迅速成為全球化，農村地區在這些國家比如中國、菲律賓和印尼為香港、新加坡、馬來西

亞，臺灣地區、韓國、日本和世界許多其他地區的城市和農村提供勞動力。 
    特別是在那些主要的和候選的世界大都市區中，越來越多外國工人的出現，構成了巨

大的社會性和政治性問題，其中許多人是非法在這些城市居住和工作，對於這些人長久以來

社會無法定義他們的構成是單一的種族還是族裔群體。1980 年後期，在日本和其他的亞太地

區工業化的城市開始經歷了政府、大眾社會和傳媒對移民潮中被過分剝削的低工資的外國工

人的仇外心理（Douglass,1999）。 
從 1995 年被新加坡政府，以無目擊證人涉嫌謀殺看護兒童罪名而被處以絞刑的菲律賓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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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 Flor Contemplacion，到包括日本的一些婦女性工作者目前被認定為從事建築工地，和危險

品工業生產的外來男性勞工的配偶可以看出，外來移民勞工在一些亞洲國家工作的脆弱性，

新的外來勞工開始出現在東京，首爾和臺北的一些地區，他們幾乎沒有法律和政策的保護以

獲得公民的身份，甚至是長期居住的權利。因此種族和人種血統問題將會在經濟和社會層面

上給亞太大都市地區的帶來多元文化的將來。 
亞太社會如何處理這些不斷增長的外國勞工人口，將會在未來的幾十年裏成為影響城市

生活和政策的關鍵性的因素。不論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菲律賓女傭，被帶到日本從事性工作的

婦女，還是在臺灣，韓國或是馬來西亞的低收入的藍領工人，如果政府繼續忽視這種全球性

的現狀，結果將會是形成外國工人的集中居住區，在一些情況下，甚至能在主要城市裏達到

非常巨大的人口比重。 
不論情形如何，即使高速度的經濟增長也不能消除城市貧困的多樣性。通過這種持續徵

募越來越多的外國勞工，以達到保持城市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性，經濟的繁榮和全球化延續

的目的。 
人口的轉移在接收國也導致社會的快速老齡化，照顧老人的需要已經跟不上老齡化增長

的速度。從日本開始在接下來的幾年裏，韓國，臺灣，新加坡以及有可能的 2030 年的中國，

這些國家的人口將達到負增長，結果將導致絕對人口的下降並且 65 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和絕對

數量將持續性上升。在日本，65 歲以上人口的數量已經超過了 15 歲以下的人口數量。在這種

趨勢下由於非勞動力人口的增加，勞動力人口身上的擔子將會更重。 
1997 年的金融危機從根本上加重了亞太地區新的貧困格局。數十萬的外國勞工被無任何

賠償地強制驅逐出境，面對糟糕的就業前景，使他們不得不接受自己正處在遭受金融崩潰的

國家（Douglass，1999）。面對大規模的失業面前，大量的中產階級發現突然的收入減少，已

經影響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如購買房屋。即使經濟開始復甦，前景的改善在許多家庭依然舉

步為艱。當公民和政府都開始要求建立社會保障時，大多數國家在這個方面卻還沒有取得顯

著的進展。在日本和韓國這些國家當全職工作正在被臨時工和試用工取代，中低收入的家庭

的困難將會成為城市發展的長期難題（Kim，2000）。 
外國勞工、老齡化人口、中低收入階層不穩定的就業形式構成了城市貧困矩陣的新形式，

沒有一刀切斷的辦法可以解決所有貧困形式的出現，但是創建一個特定的政策議程無疑可以

更好的處理這些貧困問題，這其中包括更大的公眾參與以建立社會保障，建立創新性的住房

模式和通過其他安排為獨身老人安排住房，改革基本的入境法規和民事法律，來保障外國工

人在東道國享有等同于本國公民的工作、居住和使用公共服務的權利。 
4.5 不均衡空間發展及對農村的忽視 

亞太地區國家的政府部門通常給予他們的重要城市更多的關注卻往往忽視次級城市和農

村。在中國經歷文化大革命後曾被政策嚴重打壓的大都市地區的經濟重新快速的發展，在政

策逆轉後大城市已釋放的被壓抑的後續力量正推動著中國廣大沿海地區城市的經濟實力的大

規模遷移和集中（World Bank, 1997a）。如上所述，在所有的亞太地區國家，空間格局都存在

著不平衡，大都市地區總是佔有了大部分的國家人口、產業和資源的份額，並且份額還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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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加大。 
不均衡空間的發展可能在短期內不會出現問題，高效率的大城市群被廣泛宣傳優於小城

市，並且這種以水滴狀的空間之推動力也被現在的許多政府假定為抵消的趨勢，但是一些國

家仍然顯示了長期不均衡發展的結果。在日本和韓國，農村地區已經稀缺年輕人，連基本體

現城市功能的公車、鐵道交通，甚至是學校都消失了，只留下老齡化的人口管理大量的農業

經濟。儘管那裏的家庭收入是令人滿意的甚至是非常的不錯，但是這些包括城鎮和農村的地

區，占了大半個日本和韓國面積的土地，卻仍然保持著破舊的基礎設施，衰敗的社會服務和

經濟潛力（Douglass，2000b，2000c）。 
大城市也同樣依賴著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和產業，需要農村提供食品，農副產品、工

業原料、自然資源和能源。農村和城市的連接，往往是單向往城市流動，並不支持農村資源

的經濟體系。城市為了要從農村地區得到更多的水資源，常常在農村地區過度砍伐和污染，

導致水資源系統的衰退而無法提供。最近東南亞靠近城市邊的森林大火揭示了對農林資源的

破壞會給城市帶來巨大災難。 
因此，有必要回到被遺忘的城市和農村相聯繫的地方，並且在長期可持續性發展的社會

和經濟面前，如何使城市和農村的相互關係變得更加互惠互利是需要被強調和保護的。對改

善城市和農村關係的關注，以及找到改善中轉城市和農村地區的經濟前景，不能僅僅是局限

於滿足大都市地區的要求。面對全球性經濟的持續的動盪，國家經濟的恢復力，很大程度上

依靠刺激整個國家的多元化全國經濟的增長，創造更多的內源性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這樣

一種方式。 
 

5. 前景 
雖然政策經常孤立地討論主要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事實上都是息息相關的。就之前指出

的一樣，在許多情況下當你想跳過一個問題處理下一個的時候他們會直接的變換位置。比如

說，通過獎勵和優惠措施和做法以吸引全球化資本的投資雖然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並使大部分

人口都增加了收入，但是卻大大破壞了環境，影響了城市社區的連續性和許多居民的日常生

活空間，而且還加重了城市基礎設施和服務的負擔使其更新的速度無法滿足需求。 
對於改善亞太地區人口不斷增加的城市，作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和作為一個適宜居住的

棲息地，這兩者之間的平衡關係有很多先進的建議。現行的政策理論來自主要的國際借貸機

構敦促各國政府從根本上改進城市的管理方式，把直接的控制和規章制度的管理者的身份，

轉換為方便公民以及私營部門的合作夥伴身份。這些建議還勸告政府停止津貼優惠和價格扭

曲，創建更加透明和簡單的管理模式來減少通過收費制度運行的政府成本。 
雖然很多建議值得考慮，但是他們也在政治上天真的認為，他們對於國有企業和國有民

間社會的基本假設成立。他們認為在強大的全球勢力影響下國家是自治的，並因此隨時有能

力採用更高的環境標準，這些假設歪曲了政治在經濟上的所扮演的角色。他們錯誤的理解了

民間社會和民主化政治機構，在制訂公共政策優先次序的重要性。政策的制定必須意識到全

球化的意識，和動用當地地方的人力資源轉化為行政上的力量，並把全球化的聯接轉變為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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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宜居住和社會公正城市的能力。 
解決城市問題的前景因城市的差異而有很多的不同，當遇到危機時的具體措施以及長久

以來社會文化和政治體制的差異出現時，這取決於各個權利聯盟的勢力轉換。雖然許多政府

仍然限制真正的民主改革，因為一旦這些改革發生了事實證明政府將很難制止他們。即使在

經濟緊縮的現今階段，當改革發生以後，公民將不再允許回到獨裁的統治或接受政府在名為

非常時期的公民權利管制。 
這些危機甚至在一些國家可能加強社會在解決政治改革上的能力，當公民開始敏銳意識

到經濟崩潰，原因是因為政府部門的商業腐敗。這並不一定意味著到處都會出現自由民主的

政府，但它確實表明了管理合法化的危機，將使得各國政府更能在制訂代表公民和城市居民

權利的公共政策上會探尋創新的體制。 
管理和行政上的改革被巨大的社會工程超過，諸如建設城市和公民社會的工程在政治過

程中獲得了更大的發言權，各國政府為了尋求民意支持，因此將被迫把更多的注意力轉向解

決宜居城市、公民福利和包括減少貧困這些問題上。 
空間物理結構對於日常生活中對各階層的人來說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政治能量正在努力

地引導建設的環境。在首爾和臺北，這種能量正在成為推動行政改革的社會運動的載體（Evans, 
2000）。 

崛起的民間社會正在創造一個新的城市政治體制，在這個舞臺上融合了複雜的外國移民

和多元文化，並混合了各種性格、階級和種族。沒有解決衝突的機制，只是在大範圍內建立

與公民協作的共識，會出現城市的議程屈從於支離破碎的矛盾，城市裏重新出現精英但卻沒

有縮小居民生活的差距這樣的問題。從這個角度來看，轉換治理的結構，包括加強地方政府

的財政決策能力及人員素質是實現創建更加理想城市未來的一個先決條件。 
回應亞太地區的主要壓力是正在發生改變的空間經濟結構，而全球化只是局部化的發生在

日常體制的內部，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城市化在不同的城市和地區是以各自突出的形式動態發

生的。正如未來的印尼，不會與未來泰國或任何其他社會現象，任何一個城市努力爭取較長

遠的可持續性發展，將會極大的建立自身的經濟容量以應付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挑戰和可能遇

到的其他問題。擴大這方面的能力反過來又要求城市有一個清晰的側重點，不僅僅要凝聚經

濟或是集中世界市場上的消費力，而且也要形成政策上的社會舞臺，可以有意義地解決包括

宜居性、環境、社會公正性之類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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